
2022年3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摄：Kevin Frayer/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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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同罪、催生三孩、“减碳”刹车…中国“两会”释放了哪些信号？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既是观察中国政府施政走向的重要窗口，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焦虑的集中展现。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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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 2022中国两会 双减 三孩政策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既是中国政府进行官方政策宣导的重要工具，也是回应和疏导舆论对一些社会议

题强烈呼声的重要时刻。这在一份由中国官媒推出的2022全国“两会”热点调查的公众调研报告中表现得十

分明显，尤其是在“大国外交”和“疫情防控”，这两个过去两年中国内外矛盾最激烈的领域。

参与调研的两万多名网民中，对“你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受如何？”这一含有浓厚官方

话语色彩的问题，有54%选择非常强烈，33%比较强烈；对“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你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

整体如何评价？”，有55%选择非常满意，33%选择比较满意。

然而，在跟个人生活更紧密相关的议题上，比如收入、就业、住房、个人幸福感，个体的感受与官方宣传

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在回答“与五年前相比，你对收入分配的变化如何评价？”时，有47%选择没有感受到变化。而关于就业，

“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是排名第一的需求。在住房保障方面，“调控房价、打击炒房行为”排名最高。在

“与五年前相比，你认为自己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加了吗？”这个问题下，只有17%选择了明显增加，而

44%选择了有所增加，19%选择没有变化，甚至有13%选择有所减少，7%选择大幅减少。

对于中国大陆的公民而言，安全感的缺乏渗透在方方面面。在“你对国家发展最大的期待是？”一题上，选

择最多的是“生育、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保障更加充分”。

端传媒为读者梳理6大议题。它们自2022年中国“两会”召开以来备受大陆舆论关注和讨论，同时对大陆公

民和国家都将产生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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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6日，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的女人在浙江方家村家中的笼子里抽烟。摄：William Hong/Reuters/达志影像

“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延烧至“两会” 


3月8日上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两会”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1年

检察机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14458人降低至1135人，而起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由155人增至

328人。这意味着，在过去21年中，中国检察机关对于大量存在的收买方并未提起公诉。

今年年初“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中国舆论强烈质疑官方的焦点之一正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犯罪刑

责过轻。“买一名妇女受到的惩罚还不及买保护动物”的说法广泛传播。因此在中国民间和学界中，买卖同

罪的呼声甚高。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议案和提案中专门呼吁。

本届“两会”上，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收买被拐妇女和儿童的刑罚最高应该可以判处死刑，以真正形成威

慑力。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除了提高对买卖妇女儿童的刑罚之外，还应在全国范围内对未曝光的被拐

妇女儿童进行排查，帮助他们寻亲。而针对地方保护拐卖行为和阻挠解救被拐妇女的情况，该人大代表建

议，将拐卖新发案件纳入基层政府的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基层政府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提拔。

另外，学界还对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罪名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说法将妇女和儿童商品化。有政协委员就此

提出建议认为，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应该改为拐卖人口罪和收买拐卖人口罪，以体现刑法对人格尊严权

益的保障。另一名政协委员还指出，应扩大打击范围，在受害人被拐卖、收买的过程中，凡是帮助维持、

恢复受害人受拘禁、受强制、受侵犯状态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拐卖或者收买的共同犯罪行为。而对于被拐

卖妇女的婚姻关系认定问题，他表示，基于收买犯罪行为产生的婚姻和收养关系，因为违背法律规定，且

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一开始就应视为无效，不产生任何与婚姻和收养相关的权利义务。

女性权益保护成为今年“两会”的热门议题并不令人意外。去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时

隔近30年重启修订，就已引发全国性关注。据媒体报导，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意见仅一个

月，在该网站上的网页显示就有85221人提出423719条意见，明显高于同时期征集意见的其他法律修订

草案。



2021年5月29日，贵州遵义，小朋友在广场上游玩。摄：林振东/端传媒

催生三孩成为新的生育主题 


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再到“放开三孩”，生育话题在近年“两会”中都是举国关注的焦点。2021年7

月，中国政府宣布鼓励生育的一系列政策，其中最为关注的是放开第三胎生育和取消社会抚养费等限制措

施。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40余年后彻底掉头。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14.126亿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仅

7.52‰，而全国新增人口仅为48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五年下降，出生人口和出

生率均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到今年“两会”，有关生三孩的奖励性议案议案提案也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有人大代表建议，第三个孩子

除九年义务教育之外，再免除高中三年的教育费用，甚至还可以在考大学时实行10分-20分的加分奖励。

有政协委员则提出第三个孩子可以免费上幼儿园。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估算，全国家庭0岁-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



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到17岁的成本在100万元左右。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里，家庭生育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大多数由女性承担。生育会让需要回归职场的女性

面临更大的隐形压力和就业歧视。

而大多数议案提案仍聚焦在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上。比如，更长的产假且男女通用、单独的生育补贴和普

惠性的托育服务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保障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平等的生育权利和福利，以及非婚子女的权

利。然而，女性生育权的保障从呼吁到落地在中国仍然前路漫长。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中一个简单环节的卵

子冷冻目前尚不被允许。2021年9月二次开庭的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庭审结果至今未出。

校外培训倾覆后校内“双减”难 


对于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国父母来说，“双减”政策如同平地惊雷。而对数以万计或大或小的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来说，更是颠覆性的冲击。新东方等中国大陆知名教培公司股价和市值应声腰斩，被逼转型。教

育议题在中国大陆常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教育改变命运”不仅是官方意识的灌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

的朴素认知和仅有路径。

2021年7月，中国推出“双减”政策。所谓双减是指，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中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72万所，在校

生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

政策颁布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地落实运动。教育部将“双减”作为“一号工程”重点推进，成立校外教育

培训监管司，牵头建立由19个部门组成的“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督促各地成立专门机构。其间，密集

出台配套文件高达30多个。各地通过挂牌督学、网上巡查等方式，查处隐形变相违规培训。

据媒体报道，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从原来的12.4万个减少到9728个，比重高达

92.14％。然而“双减”政策的直接后果却是，教培行业大量教师失业，公立学校教师负担猛增，家长焦虑

不减，为孩子继续寻找改头换面的校外补习班。

今年“两会”议案提案中自然也不会越过该话题。根据不同政协委员调研，高达91.54%的被调研教师认为

学校落实“双减”却增加了教师负担。与此同时，“双减”后学校各项评比检查有增无减。大部分教师每周工

作时间超过50个小时，还要应付各项任务和检查，加剧职业倦怠，无暇投入更大精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而这与“双减”政策所期望的减数量、增质量背道而驰。



也因此，对于校外转校内的课后培训，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认为，应该将这部分投入纳入教师

绩效考核，给予经费补贴。除了加钱以外，增加教师编制、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也同样被提及。

过激的“双减”政策并未显现出掉头的趋势。教育部在2022年重点工作规划中，仍将“双减”视为重中之重。

2022年3月5日北京，人们站在一个大型视频屏幕，播放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PC) 开幕礼。摄：Ng Han Guan/Reuters/达志影
像

废除“寻衅滋事罪”呼声高涨 


“两会”期间，废除“寻衅滋事罪”引发公众热议。被称为“口袋罪”的寻衅滋事罪对社会生活层面影响甚广，

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如果被认为扰乱公共秩序，都有可能面临这项罪名的指控。而所谓“口袋罪”正是对

概念含混、范围不清的一类罪名的蔑称。

寻衅滋事罪其实来源于流氓罪。1997年的中国刑法中有被学者称为“臭名昭著”的三大口袋罪：社会生活层

面的流氓罪、经济生活层面的投机倒把罪、行政管理层面的玩忽职守罪。其中，流氓罪包括“聚众斗殴，寻

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而任何被认为逾越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都可能被归为流氓罪，



最高可判死刑。

流氓罪因入罪标准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乱用、滥用现象。1997年中国刑法大修中，流氓罪被正式废

除，被拆解成多个相对明确的罪名。其中，最为学界诟病的就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包含四种情形：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

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中国现行《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名人大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中国《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刑法》的规范具

有可预测性和指引性，但该罪中“随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词语词义模糊，导致寻衅滋事

罪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新时代的“口袋罪”。持相同看法的一名政协委员也表示，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

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其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

一篇由中国刑法学界教授撰写的支持文章被广泛转发。其中写道，由于标准不明确，使其随意装人入罪的

“口袋”功能超级强大，沦为公权力肆意妄为的伥助工具，支持废除“超级口袋罪”——寻衅滋事罪，让人民

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2021年11月7日北京，一名外送司机骑著摩托车经过被积雪覆盖的汽车。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平台经济下被侵蚀的劳动权益 


平台经济下的劳工权益保障也在今年“两会”中被广泛讨论。在2021年9月，两篇关于外卖骑手的文章在中

国大陆刷屏，引发社会对平台经济劳工问题和新型零工模式的大讨论。一篇讲述外卖骑手如何被平台公司

的算法死死控制和影响，另一篇则讲的是外卖骑手在跟平台公司层层外包的劳动关系下维权艰难。

伴随着外卖、快递、网约车、直播等平台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这一类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问题浮出水

面，成为外界重要关注对象。他们被称为“新业态”劳动者，也被包括进灵活就业人员。据媒体报道，仅美

团和饿了么两家主要外卖平台公司的外卖人员数量就高达1200万人，而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更是高达

2亿多人。基于平台经济的新业态从业者仍在不断增加，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却迟迟没能跟上。

长期以来，这类从业者通过零工模式为平台企业打工。平台企业以购买劳务的方式支付劳务费用，以规避

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支出负担。通过劳务外包协议，平台企业把劳动关系和用人成本与自己切割，由此

引发此类从业者维权难的问题。

今年“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为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立法，明确与平台企业的劳动

关系，建立职业伤害保险制度。



2020年9月18日，中国甘肃省华亭县一个煤矿，工人们将煤炭铲到卡车上。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中国式减碳“急刹车” 


2021年下半年，中国多个省份出现“拉闸限电”现象，东北地区甚至出现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用电都受到影

响的极端情况。粗暴地限电措施与中国“双碳”目标紧密相关。而碳足迹还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光伏和电池等

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在

2021年全国“两会”上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碳达峰是指中国承诺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不

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

排放”。

在之后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

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这意味着，中国将用各国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然而，压力自上而下传导之

后，出现一刀切式的拉闸限电现象，企业停工停产，影响波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今年“两会”上，中国官方频频释放调整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煤炭大省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表

示，富煤贫油少气是中国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要先立后

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3月5日的首场“部长通道”上，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也称，“不搞‘碳冲锋’，

也不搞运动式‘减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

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

围绕“双碳”目标的提案议案也不在少数，且多为中国互联网和新能源领域中的巨头公司创始人。比如，全

国政协委员李彦宏（百度CEO）、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腾讯CEO）、全国政协委员曾毓群（宁德时代董

事长）、全国人大代表雷军（小米公司董事长）。去年中国政府严厉整治互联网企业之后，今年“两会”

上，曾备受主流媒体追捧的互联网企业老板们已经风光不再。




